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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自传体回忆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的

时间跨度整整五十个年头(从 1900年到 1949年)，家
道中落的辛酸、辛亥至五四的时代风云、留日时期的

求学经历和参加革命后的兢兢业业，均历历在目。

其中的“左翼十年”，不但篇幅占了将近二分之一，

而且“难度最大”——对其中涉及的人和事“哪些该

‘讳’，哪些不该‘讳’”①，颇费踌躇。然而，在夏衍看

来，“这件事不写完，是无法交代的，因为对‘左翼十

年’参加过的人都不写，势必只能让人胡写也。”②本

着对历史严肃认真的负责态度，夏衍打消了“会使当

事人(或他们的子女)不快”③的顾虑，将无产阶级革命

文学论争、左联的成立、“两个口号”的论争等左翼文

学的关键问题，以及十年中涉及到文学(文艺)的方方

面面，都条理清晰、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为

左翼文学研究、尤其是左联组织结构和人事关系研

究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不过，毕竟是对五十多年前往事的回忆和书写，

漏记和误记便在所难免；毕竟写作此书时夏衍已经

八十多岁了，记忆的准确性打上一点折扣也在情理

之中。“左翼十年(下)”中有关鲁迅与“四条汉子”的关

系，尤其是对1934年“10月下旬或11月初”鲁迅与阳

翰笙、周扬、田汉、夏衍见面的回忆，在左联研究、左

翼文学研究、鲁迅与“四条汉子”关系研究、田汉研

究、夏衍研究等学术领域，影响极为广泛，在谈到相

关问题时，绝大多数论著都是直接引用《懒寻旧梦

录》的叙述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和立论依据，如董健

的《田汉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6年版)、陈坚

的《夏衍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版)，以及

为数众多的文章均如此④。然而，笔者在研读过程

中，经过与其他当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进行对比

发现，《懒寻旧梦录》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一、与

鲁迅见面的主要目的是报告工作还是谈胡风问题?
二、田汉是否不请自到?三、《懒寻旧梦录》提及欢迎

日本人宴会上鲁迅与田汉的言行，作为“鲁迅对田汉

有意见”的证据，在找不到其他佐证的情况下，能否

不经过考辨而作为第一手资料使用?

对《懒寻旧梦录》中一件“往事”的辨析
刘方政

【摘 要】夏衍《懒寻旧梦录》中有一段回忆，是关于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提到

的那次著名的与“四条汉子”会面情形的，至今已经为一般现代文学研究论著广泛采信。但是，通过与其他当

事人的叙述及相关史料的比较、辨析，认为夏衍的回忆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疑点，本文对其分析判断是：阳翰笙、

周扬、田汉和夏衍约鲁迅谈话的主要目的不是汇报工作，而就是鲁迅所说的“特来通知”他胡风是“内奸”；田汉

参加见面并非不请自到；欢迎藤森成吉的宴会及鲁迅、田汉在宴会上的表现，在搜寻其他佐证并不困难但却搜

寻不到的情况下，只能作为孤证而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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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这次左联党的领导层集体与鲁迅见面，《懒

寻旧梦录》是这样说的：

就在上海中央局第二次大破坏(1934年10月——

笔者)之后不久，有一天周扬到爱文义路普益里来找

我，说阳翰笙建议，冯雪峰走后，好久没有向鲁迅报

告工作了，所以要我先和鲁迅约定一个时间，阳、周

和我三个人去向他报告工作和听取他的意见。我第

二天就到内山书店，正好遇到了鲁迅，我把周扬的意

思转达了之后，他就表示可以，于是约定了下一个星

期一下午三时左右，在内山书店碰头，因为星期一客

人比较少。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在我住家附近的旧

戈登路美琪电影院门口叫了一辆出租车等待周扬和

阳翰笙，可是，意外的是除了周、阳之外，还加了一个

田汉。当时我就有一点为难，一是在这之前，我已觉

察到鲁迅对田汉有意见(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

菜馆设宴欢迎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和我都在

座，开始大家谈笑甚欢，后来田汉酒酣耳热，高谈阔

论起来，讲到他和谷崎润一郎的交游之类。鲁迅低

声对我说：“看来，又要唱戏了。”接着他就告辞先退

了席。田汉欢喜热闹，有时在宴会上唱几句京戏，而

鲁迅对此是很不习惯的)，加上，田汉是个直性子人，

口没遮拦，也许会说出使鲁迅不高兴的话来，而我和

鲁迅只说了周、阳二人向他报告工作，没有提到田

汉。可是已经来了，又有什么办法让他不去呢?我们

四人上了车，为了安全，到北四川路日本医院附近就

下了车，徒步走到内山书店。见了鲁迅之后，看到有

几个日本人在看书，于是我说，这儿人多，到对面咖

啡馆去坐坐吧。鲁迅不同意，说：“事先没有约好的

地方，我不去。”这时内山完造就说：“就到后面会客

厅去坐吧，今天还有一点日本带来的点心。”于是内

山完造就带我们到了一间日本式的会客厅，还送来

了茶点。开始，阳翰笙报告了一下“文总”这一段时

间的工作情况，大意是说尽管白色恐怖严重，我们各

方面的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发展，他较详细地讲了戏

剧、电影、音乐方面的情况，也谈了沪西、沪东工人通

讯员运动的发展；接着周扬作了一些补充，如已有不

少年轻作家参加了“左联”等等。鲁迅抽着烟，静静

地听着，有时也点头微笑。可是就在周扬谈到年轻

作家的时候，田汉忽然提出了胡风的问题，他直率地

说胡风这个人靠不住，政治上有问题，要鲁迅不要太

相信他。这一下，鲁迅就不高兴了，问：“政治上有问

题?你是听谁说的?”田汉说：“穆木天说的。”鲁迅很

快地回答：“穆木天是转向者，转向者的话你们相信，

我不相信。”……这一下空气就显得很紧张了。幸亏

阳翰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才缓和下来，又谈了一

些别的事。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

一百元的支票，交给周扬说：“前清时候花钱可以

捐官、捐差使，现在我身体不好，什么事也帮不了

忙，那么捐点钱，当个‘捐班作家’吧。”说着就很愉

快地笑了。⑤

根据上面的话，五人的行为线索是：鲁迅，在内山书

店等待四人；拒绝夏衍因书店人多而更换谈话地点

的建议；静静地听阳、周的报告；由于田汉提出胡风

问题而“不高兴”；为左联筹款一百元，开了个玩笑并

“很愉快地笑了”。

阳翰笙，通过周扬让夏衍约鲁迅见面；向鲁迅汇

报“文总”的工作情况；将尴尬气氛化解开来。

周扬，按照阳翰笙的意见，让夏衍约鲁迅见面；

向鲁迅“报告”年轻作家的情况。

夏衍，遵照阳翰笙和周扬的意见，约鲁迅见面；

叫好出租车，带其余三人到内山书店。

田汉，不请自到参与左联党的领导层向鲁迅报

告工作；在周扬向鲁迅汇报工作时“忽然”提出胡风

问题，致使场面一度很尴尬。

这样，问题(或者说作者的意图)就很清楚了：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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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只是见面的中间联系人，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

实质性的言行；阳翰笙和周扬作为文委和左联的领

导，先后报告各自分管的工作，鲁迅很满意。所以，

导致鲁迅与“四条汉子”失和的责任只能由田汉和鲁

迅来承担。

田汉应承担主要责任。其一，他不应该参加见

面活动，原本的计划只有阳、周、夏去看望鲁迅，田汉

是不请自到，如果他不去，就不会惹鲁迅不高兴，也

就不会有“四条汉子”的说法；其二，田汉不适于参加

见面活动，因为鲁迅早就对他有意见，他本人又说话

不分场合、不知轻重，也就是说，如果换作一个鲁迅

没有成见而言谈又有分寸的人，即便不请自到地参

加了见面活动，也不可能惹鲁迅不高兴；其三，田汉

在见面过程中言语不当，周扬汇报过程中，在毫无征

兆的前提下，他贸然提出胡风“政治上有问题”“靠不

住”，而胡风恰恰与周扬和夏衍矛盾很深，又恰恰是

鲁迅非常喜欢的左翼理论家。

鲁迅应该承担次要责任。较为固执——因为书

店中有几个日本人，夏衍出于安全考虑，要求换个地

方谈话，被鲁迅以“事先没有约好的地方，我不去”为

由拒绝了；过于偏袒胡风——听不得一句对胡风不

利的话，只是因为田汉的善意提醒，不惜与左联党的

领导层闹得不愉快。

在《懒寻旧梦录》之前，夏衍对“我们和鲁迅谈话

的情况”的回忆有两处，一是1957年8月14日，中国

作家协会党组第十七次会议上的“爆炸性发言”(以
下简称“发言”)，一是1980年在《文学评论》第一期发

表的《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以下简称

“往事”)，《懒寻旧梦录》的叙述与“往事”除个别地方

外，基本相同。而“发言”是这样说的：

有一次，周扬、田汉、阳翰笙和我四个人，——这

就是那篇文章中所说的“从汽车中跳出来的四条汉

子”，——为了“左联”的工作去找鲁迅先生。在内山

书店老板的客厅中见了面，起先谈得很融洽，鲁迅先

生还给“左联”筹了款，后来谈到胡风问题，田汉同志

因为胡风在国民党办的“中山文化教育馆”工作，对

他表示有一点怀疑，鲁迅先生听了很不高兴，接着我

把话岔开了。⑥

将“发言”与“往事”《懒寻旧梦录》的回忆结合起

来看，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其一，“发言”称，四个人一起去找鲁迅谈左联的

工作，《懒寻旧梦录》则说，原计划向鲁迅“报告工作”

的只有周扬、阳翰笙和夏衍三人，田汉是在夏衍不知

情的情况下与周扬、阳翰笙同去的。

其二，为了证明“鲁迅对田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就有看法”，《懒寻旧梦录》举了一个一箭双雕的例

子：田汉酒酣耳热之际，说话不着边际且与宴会的主

题距离较远，怠慢了日本客人；宴会的东道主内山完

造是鲁迅的好朋友，客人是来自日本的藤森成吉，鲁

迅、茅盾、田汉和夏衍是陪客，只是因为田汉“高谈阔

论”“与谷崎润一郎的友谊”、只是估计田汉“又要唱

戏了”，鲁迅竟然“告辞先退了席”，这是对主人和客

人的极不尊重。但“发言”和“往事”中却并没有与此

相关的文字。

其三，“发言”中，是“谈到胡风问题”在前，田汉

提出对胡风的“怀疑”在后；“往事”则说，在周扬跟鲁

迅谈到工人文艺运动时，田汉突然提到胡风问题；

《懒寻旧梦录》说，“周扬谈到青年作家的时候”，田汉

提出了胡风问题，并且都是肯定的语气——胡风政

治上有问题、靠不住。

其四，谁将尴尬的气氛转移了?“发言”中是“我

把话岔开了”，“往事”和《懒寻旧梦录》中则是“阳翰

笙巧妙地把话题转开”。

其五，鲁迅为左联捐款是在谈到胡风问题之前

(“发言”)还是之后(“往事”《懒寻旧梦录》)?
其中，导致鲁迅由“微笑”到“不高兴”的关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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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汉莽撞地提出的“胡风问题”，这是问题的重中之

重。按照《懒寻旧梦录》的回忆和行文内含的逻辑，

与鲁迅见面的初衷是“报告工作”和“听取意见”，

“胡风问题”不在计划之内，如果田汉没有提出胡

风问题，鲁迅就不会“不高兴”，时隔两年之后也不

会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提出

“四条汉子”的说法，1960年代中期也就不会有这

个含有严重政治色彩的称谓。再进一步，都是因为

田汉的莽撞，才连累夏衍和周扬⑦三十二年后遭受囹

圄之灾。

二

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看看其他当事人

是怎么说的吧。从阳翰笙的两种回忆录中，都找不

到关于这次与鲁迅见面的回忆⑧。除夏衍外，另外三

人的说法按时间先后如下。

1936年 8月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

战线问题》的信中说：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

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

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

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

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

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

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
时自然不欢而散。⑨

周扬在1936年12月左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我们根据一些可疑的情况，曾怀疑他(胡风)和国

民党有关系。一九三四年，阳翰笙、夏衍、田汉和我

(也就是所谓“四条汉子”)去看望鲁迅先生，就是专门

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提请他的注

意。当时我们并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鲁迅就不相

信我们的话，而且对我们产生了不信任和反感。⑩

田汉1967年是这样“自述”的：

为了胡风问题，周扬、夏衍、阳翰笙和我去看过

一次鲁迅，我不太晓得情形，主要是周扬谈的，夏衍

虽以调人自任，但还是不欢而散。

三人回忆的时间虽然前后有别，语言表述虽然

简繁不一，但对事情的原委经过和结果的描述却

基本一致：第一，四个人与鲁迅见面所做的事情，

并不是夏衍所说的向鲁迅报告工作、听取意见，而

是谈胡风问题——“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

(鲁迅)、“专门为了把我们对胡风的怀疑告诉鲁迅”

(周扬)、“为了胡风问题……去看过一次鲁迅”(田
汉)；第二，谈话的结果是“不欢而散”，而并不是

“谈得很融洽”。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发表

时，当事人全部健在，阳、周、田、夏四人没有指出事

实上的出入，应该是可信的。周扬的话出自“1936年
12月左右”“写给中央的报告底稿”，其严肃的政治

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是毋庸置疑的，作为党在上海

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必须保持对党中央的高度忠

诚，也非常清楚欺骗中央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所

以，他在“见面”后两年的叙述也应该具有很高的

可信度。虽然《田汉全集》用的是“难中自述”作为

标题，实际上这是田汉 1967年 6月 9日的“交代材

料”，由于处在“隔离审查”状态，其他的几个当事

人还健在，他不能、也不敢在与鲁迅密切相关的历

史问题上随意编造，那时的他，力求自保已属不

易，绝对不会说假话。因而，田汉“自述”的真实性

也应该是可靠的。

对于四人“看望”鲁迅的目的，既然鲁迅、周扬和

田汉的说法明确而一致——谈胡风问题，那么，夏衍

的回忆便有大可推敲之处，他究竟为什么要对见面

的“目的”进行置换呢?“左联”时期，夏衍与鲁迅、胡

风的关系很是紧张，1955年，胡风被打入“另册”，此

时，自觉主动地与胡风划清界限、甚至反戈一击，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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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现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又能显示自己超前的

洞察能力，所以，1957年的“发言”中说五人见面时

“谈到了胡风问题”及田汉的怀疑；写作“往事”和《懒

寻旧梦录》时，组织即将或已经在政治上为胡风平

反，此时如果再坚持向鲁迅提出胡风的“内奸”问题，

便显得政治上不甚高明，甚至有挑拨离间、告黑状的

嫌疑。然而，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

题》是一个怎么都抹杀不掉的存在，夏衍既不能也没

胆量冒着质疑鲁迅、篡改鲁迅的风险，只能顺着鲁迅

的叙述思路而改变自己的叙述策略：他本人在谈话

过程中一言未发，阳翰笙和周扬也只是汇报“文委”

和左联的工作情况，主动谈到胡风问题而引起鲁迅

反感的只是田汉的个人行为，因而，他们三人是冤枉

的，是代田汉受过。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历史事实问题，究竟是谁提

出了胡风的“内奸”嫌疑呢?鲁迅的信和周扬的报告

都没有指出具体是哪个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

会是同去的四个人(“四条汉子”)不分主次地你一言

我一语，而是或者由一个人向鲁迅报告，或者由一个

人主谈，他人补充、帮衬。因而，田汉“自述”中所说

自己“不太晓得情形”“主要是周扬谈”胡风问题、夏

衍在鲁迅和周扬之间做调和工作，既合情理，又具有

相当的历史合理性。1934年，周扬在左翼文化界的

实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分量明显高于作为“文委”书记

的阳翰笙，更不要说田汉和夏衍了，此其一。其二，

较之于阳翰笙和田汉，周扬、夏衍与胡风的关系更为

紧张。其三，左联的活动经费只有“鲁迅和茅盾每月

所捐的三十元钱”，领导人和盟员都没有任何报酬，

但每个人却都存在养家糊口的实际生活问题。当时

的情况是，周扬在经济方面无后顾之忧：“从1930年
一直到 1935年，每年周起应与吴氏(周扬发妻，官宦

人家之女——笔者)都要回湖南益阳县老家去探亲，

同时由岳母交给吴氏一些银圆和珠宝，估计价值为

1000 圆左右。在上海一家的生活费每月至少 80
圆。据周起应与吴氏所生长子周艾若(生于1927年)
回忆说：‘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外祖母无条件地

支持父母，用很多经费支持着父亲的革命工作。’”

田汉、夏衍和阳翰笙则没有这么幸运，一家人的衣食

住行都要靠自己的劳作来换取，1933年7月田汉“担

任艺华影业公司总顾问，月薪200银圆左右”，夏衍除

了译书外，还在明星影业公司和艺华影业公司担任

编剧顾问，“每月至少收入200圆”，阳翰笙在艺华主

持编剧委员会，“月薪估计为100-200圆”。虽然说

他们“打进去”是为了利用资本家的资金和设备通过

拍摄电影宣传革命，但解决生计问题也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

胡风就职于中山文化教育馆，也应作如是观。

首先，这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文化教育机构，与田汉、

夏衍、阳翰笙供职的“艺华”“明星”无本质区别；其

次，胡风到中山文化教育馆谋事，主要目的也是为了

“找个吃饭的职业”，事先还特意向左联书记处做了

汇报，“茅盾、周扬他们都主张我去”。

因为阳翰笙、田汉、夏衍的情况与胡风相差无

几—— 一边从事左翼文艺运动，一边在既非官方又

不“左翼”的机构、公司挣钱养家，所以，胡风的问题，

周扬出面与鲁迅谈，最为合适。结合周扬上文的语

气，夏衍“发言”中所说的“谈到胡风问题”时田汉提

出了“一点怀疑”，也可作为“主要是周扬谈”的附证。

在写作《懒寻旧梦录》时，夏衍没有看到周扬给

中央的报告和田汉“自述”的可能，所以，他只能依据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事件经

过虽然比鲁迅的叙述更加详细，暂且不说在最关键

的问题上的南辕北辙：与鲁迅见面的起因是报告左

联的工作情况并希望得到鲁迅的指示，胡风问题并

不在提前准备的范围之内，这与同为当事人的上述

三人的叙述和回忆便有了距离；也不必在意“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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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旧梦录”在鲁迅捐款的时间节点、是他还是阳瀚

笙化解了尴尬气氛的前后矛盾之处。仅仅为了将自

己和周扬择洗得一干二净，将左翼领导层失和的责

任推到已经作古的鲁迅和田汉身上，最起码是死无

对证的。

三

按照《懒寻旧梦录》的行文次序，田汉主客观

上存在引发冲突的三个方面的问题：不请自到；鲁

迅以前就对他有意见；无端插话提出胡风是内奸

问题。

胡风问题已如前述，这里先说不请自到。上海

中央局在经过国民党 1934年 6月和 10月的两次“大

破坏”之后，按说应该更加强调工作中的纪律性和保

密性，既然文委书记阳翰笙提议文委委员周扬和夏

衍向鲁迅报告工作，那么是谁告诉了同为文委委员

的田汉?如果是不请自到，为什么田汉来了，却不婉

言谢绝或明确劝阻呢?往轻处说，这是对鲁迅的不尊

重——比约定的临时增加了一个人；往重处说，则是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接下来，既然只是阳、周、夏三

人和鲁迅见面，田汉为什么与阳、周一同来到了约定

地点呢?只有两个可能：一种可能是阳或周泄露了消

息、告诉了田汉；还有一种就是本来参加见面的就有

田汉，夏衍由于种种原因误记了(当然，理论上说，也

有田与阳、周不期而遇而加入的可能，暂且不说这种

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如此，阳、周也不应该带他参

加见面)。第一种情况前面已说，在白色恐怖最严重

的时候，阳翰笙和周扬作为党在上海文化界的领导

人，不会没有起码的纪律意识。就当时在文委和左

联党的领导层的职务来说，阳翰笙是文委书记，夏

衍、周扬和田汉均为文委委员；周扬为左联党团书

记，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均为左联执委，周扬、田

汉为左联常委，田汉并且是左联代理行政书记，如

果按照职务排序，应该是：阳翰笙、周扬、田汉、夏衍，

文委和左联党的领导层主要由他们组成，共同向鲁

迅报告工作并听取意见顺理成章。如果田汉没有

接到通知，怎么会与阳翰笙、周扬同时来到会合地

点?不要说田汉从来没有提起过此事，就是他还健在

的1957年，夏衍在“发言”中也没有公开这一细节，只

是在田汉去世十几年之后才这样说，可信度的高低

是值得研究者认真思考的。更何况，在周扬和阳翰

笙有关左联工作的回忆文章中，也没有田汉不请自

到的片言只语。

《懒寻旧梦录》中，参加见面的人中没有田汉理

由似乎很充分：鲁迅很长时间以来就对他有意见。

关于鲁迅与田汉的关系、关于鲁迅对田汉某些方面

的不满，学术界的研讨已经很细致了，这里只将与本

文有关的问题做一点重复性的叙述。鲁迅对田汉的

不满，始于 1921年，8月 29日在《致周作人》信中说：

“张黄今天来……又云郭沫若在上海编《创造》(?)。
我近来大看不起沫若田汉之流。”1928年，田汉创办

的南国社招股办书店，并附设精美咖啡店，鲁迅8月
15日致章廷谦信中，讽刺道：“田汉也开咖啡店，广告

云，有‘了解文学趣味之女侍’，一伙女侍，在店里和

饮客大谈文学，思想起来，好不肉麻煞人也。”即使

如此，他不但与田汉共同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

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1930年 2月 13
日、1930年 3月 2日)，而且在南国社被查封的前夕

(1930年 9月)，“鲁迅先生得着南京的消息赶忙告诉

我，要我小心……我因鲁迅先生的警告侥幸获免。”

田汉在避难时，曾请鲁迅代转给郑振铎的信及译稿，

鲁迅收到信的当夜(1930年 10月 4日)即委托蒋径三

将此事办妥。在不关乎革命文学事业的个人恩怨

上，鲁迅绝对是从大处着眼的，对作为晚辈的田汉在

为人行事方面的粗疏、任性，并不是很计较。即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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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鲁迅对田汉“憎恶和鄙视”的《调和——读〈社会月

刊〉8月号》(8月31号出版)一文，据学者考证，也是在

这次见面之后鲁迅才知道“绍伯”是田汉的化名。

再说，将个人间的是非恩怨掺杂到革命文学事业中，

也太轻看了鲁迅的胸怀与境界。

《懒寻旧梦录》所举证“鲁迅对田汉有意见”的具

体例子，是在欢迎日本左翼文艺界领袖藤森成吉宴

会上田汉的“高谈阔论”引起了鲁迅的反感。藤森成

吉(1892年-1977年)，著名作家，1928年当选日本无

产者艺术联盟(纳普)第一任委员长，1930年1月经由

上海旅欧，1932年5月回国，不久即被捕，“被宣判徒

刑一年”。1933年 11月发表“转向”声明，宣布脱离

“联盟”，放弃革命文学。夏衍曾翻译过他的剧本

《牺牲》和《光明与黑暗》(《牺牲》，上海北新书局1929
年7月版)，1933年现代书局曾出版过森保(任钧)翻译

的《藤森成吉集》。由于《懒寻旧梦录》没有提供欢迎

宴会的大致时间，因而，要弄清欢迎藤森成吉宴会上

“鲁迅对田汉有意见”这一“证据”的真实性，就要考

察滕森成吉何时到过上海。1930年1月6日，藤森成

吉前往欧洲途经上海转船暂停，夏衍“等了三个钟

头，他还不到预约的地方”，滕森成吉则“因为找不着

我们约定的地方，后来终于和林守仁君们去天蟾舞

台看戏去了”，夏衍第二天到船上为他送行才见了一

面。另外，藤森成吉“转向”前还有一次可能到上海

的机会：世界反对帝国主义委员会预定 1933年 9月
30日在上海召开反战大会，8月25日，日本“纳普”开

会准备选出参加上海会议的代表，但遭到警察和右

翼组织的阻挠，最终，“日本代表被日政府禁止参加

大会”。也就是说，藤森成吉到上海且与内山完造、

鲁迅、茅盾、夏衍、田汉等人聚宴的唯一可能就是

1933年 10月(上海反战大会之后)到 1934年 10月(鲁
迅与四人见面之前)的一年间。

田汉和夏衍这段时间的日记均不存，鲁迅和茅

盾的日记中没有这次聚会的记载，并且《鲁迅全集》

中从未出现过“藤森成吉”的名字；1930年 1月 6日，

藤森成吉在上海停留一天，稍后，夏衍写了短文《藤

森成吉》，藤森成吉则有《寄自旅中》一文，二者对会

面的情况都做了简短的描述，但《懒寻旧梦录》中所

说的“欢迎宴会”以及藤森成吉到上海的活动，二人

却均未留下任何文字；滕森岳夫的《作家藤森成吉

传》中也没有传主这段时间到过上海的记载。因此，

目前为止，夏衍的这段回忆只是一个孤证，有待发现

其他资料予以证实之后，才能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因

为在搜寻其他佐证并不困难但却搜寻不到的情况

下，孤证只能存疑，不能作为立论的依据。

某种意义上，对于研究者来说，回忆录，尤其是

当事人的回忆录，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但

是，也正如沈志华所说：“回忆和口述史料也有一个

重大缺陷，很可能因时代久远，记忆模糊，或受到个

人情感和立场的干扰，当事人所述情况是不准确的，

甚至是错误的。有些人写回忆录，有条件核对档案

记载，又具平常心态，这比较让人放心。但也有很多

人是单凭自己的记忆或好恶，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引

用时特别谨慎，办法就是尽量与相关的文献史料进

行比较和鉴别。”正因为要做到“功过并录，不能蔓

饰”是相当大的难题，所以，搞清楚历史的真相和人

际之间的是是非非，依据回忆录研究历史便必须有

所考证、辨析。

注释：

①③夏衍：《懒寻旧梦录·自序》，《夏衍全集》(第15卷)，杭
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第5页。

②夏衍：《致陈白尘》，《夏衍全集》(第16卷)，第84页。

④刘平：《田汉与鲁迅》，《琼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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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伟雄：《鲁迅与周扬等“四条汉子”的矛盾真相》，《文史春

秋》，2001年第5期；刘小清：《鲁迅眼中的“四条汉子”》，《党史

博览》，2003年第 11期；廖久明：《鲁迅与田汉》，《书屋》，2006
年第7期；陈漱渝：《两个口号·三份宣言·四条汉子》，《山东师

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等等。

⑤夏衍：《懒寻旧梦录》，《夏衍全集》(第15卷)，第140-141页。

⑥转引自徐庆全：《周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2005年版，第154页。

⑦在周扬看来，1960年代中期后的十年中，虽然同为鲁迅

所斥责的“四条汉子”，他和夏衍与田汉、阳翰笙是有区别的：

“一九三五年，阳翰笙、田汉被捕后，自首叛变，所谓‘四条汉子’

就起了分化。我没有被捕，更没有叛变。我在他们被捕后困

难的条件下，坚守了工作岗位，保存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当时

的许多党员后来都成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阳翰笙、田汉

被捕后自首变节了，说他们是叛徒自然是可以的；但在他们被

捕叛变后，我就和他们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路了。抗战时

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恢复了阳翰笙、田汉的党籍。全国解

放后，我主持文化部的工作，夏衍以及田汉、阳翰笙等都在文

化部门担任比较负责的职务。”(徐庆全整理：《周扬关于三十

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
第 10期。)草稿整理者徐庆全认为，“上书”写于 1976年底或

1977年初。

⑧阳翰笙的回忆录《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版)共分三部分，第二部分“左翼十年”共收录四篇文章，均

没有提到他们四人与鲁迅见面的事；《阳翰笙选集》第五卷

“革命回忆录”(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9年版)同样没有这方面

的文字。

⑨《鲁迅全集》(第 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版，第534-535页。

⑩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徐庆全：《周

扬与冯雪峰》，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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